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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FEACER 模式是在第三波认知行为浪潮背景下发展出的一种改良性认知改变心理咨询模式。FEACER 模式包

括寻找、表达、分析、改变、强化和重复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层层递进，始终以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为干

预主线。相较于已有的 CBT 疗法，FEACER 模式具有个性化、及时强化、操作更聚焦和简洁化的优点，可以

为咨询师提供新的认知行为治疗的操作框架。现阶段 FEACER 模式还缺乏相关实证研究支持，未来需要更多

的临床研究对 FEACER 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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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是通过改变思维和行为来改变不合理信念，从而

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心理治疗方法（Blackwell & Heidenreich，2021）。CBT 的疗效已经得到了大量

的实证支持，对于药物成瘾、抑郁、焦虑、强迫、人格障碍等病症都具有一定的疗效（Cuijpers et al.，

2013；Hofmann et al.，2012；Song et al.，2022；Yarwood et al.，2024）。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第 三 波

CBT 开始兴起，它更加重视认知与情感本身的功能，而非具体的认知内容（张婍 等，2012；Ong et al.，

2022）。由于侧重的领域不同，第三波 CBT 发展出了许多新分支，例如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慈悲中心

疗法（Compassion Focused Therapy，CFT）等（Gilbert，2014；Schefft et al.，2023）。随着 CBT 的发展，

各种新兴疗法对过去忽视的领域进行探索，例如价值观、共同人性等，但仍存在着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第一，在咨询实践中，已有 CBT 疗法存在着操作繁琐的问题。贝克（2001）提出了结构化的认知治

疗会谈模式，包括心境检查、设置议程、获取来访者的最新信息、回顾家庭作业等 11 个步骤。在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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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内完成 11 个操作步骤，对于许多新手咨询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新手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忘记某一步骤或不能较好地合理分配时间的情况。对于来访者而言，过于繁琐僵化的结构化

会谈，会极大限制他们探索自身的自由度，部分来访者难以从这种形式中获得良好的咨询体验。

第二，许多疗法将集体层面开发和测量的结果用于个体，忽略了来访者个体差异的存在，这种缺

乏个性化的方式难以保障治疗效果（Hayes et al.，2022）。例如 CFT 强调通过增加共同人性来改善来

访的症状，但在群体条件下实施的 CFT，更有利于共同人性的提高，这导致难以适应团体咨询的来访

者无法获得最大化治疗效果（Craig et al.，2020；Petrocchi et al.，2021）；在临床实践中，MBCT 比较依

赖布置的家庭作业，但某些动机不足或低自我效能感的来访者，较难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在研究中也

发现来访者平均只完成了家庭作业量的 64%，这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疗效（Neff，2023；Parsons et al.，

2017）。并且因为高发的不良反应，童年期有创伤体验的来访者也难以从正念中获益（Aizik-Reebs et 

al.，2021）。

第三，尽管传统 CBT 与第三波 CBT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综合征的治疗，但其效果并不稳定，追

踪阶段来访者的症状有时会出现反复的情况（Avdagic et al.，2014；Feusner et al.，2015）。一项 CBT 治

疗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研究发现，在第九年进行随访时来访者的恢复率仅为 38%，且 19% 治疗后康复的来

访者出现复发情况（Solem et al.，2021）。另一项 ACT 治疗抑郁症状的研究发现，在治疗后来访者的抑郁、

功能失调思维、经验回避等症状得到显著改善，但是这些改善并没有维持到 6 个月后，在随访中实验组

与对照组并没有显著差异（Losada et al.，2015）。

2  FEACER 模式的主要观点

为了改善已有 CBT 疗法存在的操作繁琐、缺乏个性化及治疗效果不稳定的不足，学者提出了

FEACER 模式。该模式借鉴了传统 CBT 与第三波 CBT，操作更加简洁，治疗效果更加稳定，并且强调根

据来访者的特质建立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具体的操作步骤上，FEACER 模式包括寻找（Find）、表达

（Express）、分析（Analysis）、改变（Change）、强化（Enhance）和重复（Repeat）这六个阶段。

2.1  寻找阶段

在寻找阶段中，咨询师通过多种手段探索出导致来访者痛苦的不合理信念。当准确而恰当地找到了

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时，咨询师才能针对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开展工作。寻找不合理信念的最常见技术

是箭头向下，这一技术可以帮助咨询师和来访者迅速洞察核心信念和价值观（陈默，2007；王璐 等，

2023）。通过箭头向下技术，连续询问来访者的感受，咨询师能透过来访者的表面说辞抓住其深层的不

合理信念，并将此不合理信念作为后续工作的目标。寻找阶段的部分对话实例如下：

来访者：我常常一个人独自看书，我爸妈也不与我交流，也不带我出去玩。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咨询师：哦，当他们都不愿意与你玩，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来访者：我就觉得不开心。

咨询师：面对这种情况，你的不开心，会给你什么信号呢？

来访者：觉得自己好可怜啊，主要是可怜，想想都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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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你的可怜的感受一冒出来，对你意味着什么？

来访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都不喜欢我，这怎么得行呢？

咨询师：这个怎么理解呢？

来访者：他们不喜欢我，我心有不甘。这种状态，我不接受，你想想，一个人怎么能接受大家不喜

欢你呢？

在这一对话中，咨询师采用了箭头向下技术寻找到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这为后续的认知改变操作

提供了基础和目标靶，也是 FEACER 模式的出发点。

2.2  表达阶段

在表达阶段中，咨询师和来访者以命题形式，清楚准确地表达出导致来访者痛苦的不合理信念。表

达的形式包括仅咨询师表达、仅来访者表达、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表达三种形式，其中仅来访者表达是

最优先的形式。在表达过程中，咨询师更多的是起到启发者的作用，引导来访者阐述自己的不合理信念。

但当来访者觉察力较差、无法清晰表达不合理信念时，咨询师可以代替来访者表达其不合理信念。表达

不合理信念常常在实践工作中被轻视或忽略，但表达是帮助来访者将不合理信念由浅层次的觉察上升到

注意中心的关键步骤，能有效促进来访者的理解与探索。表达阶段常见的提问方式包括：“你可以用一

句话总结一下你刚刚表达的意思吗？”表达阶段的部分对话实例如下：

咨询师：如果我们把你刚才表达的意思，说得简洁一点儿，用一个句子总结出来的话，可以怎么

说啊？

来访者：我就是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他们不应该不喜欢我。

咨询师：他们不喜欢你，对你有何含义，表达得直白一点儿，应该是什么样呢？

来访者：我不被他们喜欢，我就不行了。

在这一对话中，咨询师通过请来访者直白地表述之前讨论的内容，引导来访者梳理自身认知，从而

促进其自主表达不合理信念。通过“表达”，来访者意识到了自己存在“我不被他们喜欢，我就不行了”

的不合理信念。在治疗过程中，觉察是实施改变的起点，而觉察常常通过表达来实现。

2.3  分析阶段

在分析阶段中，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探索不合理信念的产生、发展与维持过程。不合理信念发展的

影响因素包括家庭教养方式、重要他人、关键生活事件、社会文化等。通过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咨询师

可以探索来访者不合理信念的形成过程，从而有利于帮助来访者对不合理信念进行改变。为了能够更好

地根据来访者的特质进行个人意义的建构，FEACER 模式坚持功能情境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理解事物

与分析问题必须动态地考虑整个事件及其发生的背景（曾祥龙 等，2011；Ong et al.，2024）。基于功能

情境主义，FEACER 模式重视来访者与自身经历的关系，并从发展与联系的角度，对不合理信念的形成、

发展与维持过程进行重新建构。咨询师从动态的角度看待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它可以不被单纯地视为

消极认知，而是根据个人经历和情境差异而起到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分析阶段常见提问方式包括：“你

是什么时候发现你有这种想法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分析阶段的部分对话实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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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你这种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呢？

来访者：可能和我学校的经历有关吧。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就被同学孤立，我们后来初中也是一个班，

他们一起孤立了我整整 6 年。

咨询师：6 年，这么长时间，一定很难熬吧。

来访者：就是我喜欢学习，他们就觉得我假正经，不和他们去逃课，他们就觉得我是另类。我连同

学关系都处理不好，我就是不行。

咨询师：因此，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不受喜欢就是不行。

来访者：是的。

咨询师：当你想到这个想法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

来访者：很伤心，还有绝望。然后我就会去寻找一些方法让我自己并不那么难受，但是往往并不奏效。

咨询师：好像在面对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你会主动去做一些事情试图来缓解痛苦，

虽然后来并不奏效。

来访者：是的。我父母从小就教导我碰到问题要第一时间去解决，我也总是那么做的。但面对这个

想法，我真的找不到任何方法来应对他。

咨询师：我能感受到你真的被这个想法牢牢地困住了。

在这一对话中，通过询问来访者的过去经验，咨询师探索出了导致来访者不合理信念形成的过程，

发现早期被他人排斥、疏远所产生的社会孤立感，是导致来访者不合理信念形成的重要原因。在分析阶

段对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形成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来访者的两方面原因导致咨访双方共同选择使

用传统 CBT 在下一阶段进行改变：（1）来访者的家庭氛围严谨且刻板，在遇到问题时父母很少给予来

访者情感支持，总是帮助来访者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受到父母养育方式的影响，来访者具有强烈

的问题解决倾向，因此传统 CBT 中丰富的技能训练与行动策略更加适合来访者；（2）在咨询过程中，

来访者表现明显的焦躁与不安，并且非常迫切地想要快速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来访者可能会很难

适应接纳或正念相关技术。

2.4  改变阶段

在改变阶段中，咨询师通过各种技术改变来访者原有的不合理信念，并建立一个合理的新认知或改

变来访者与不合理信念的关系。传统 CBT 改善来访者症状的主要途径，是将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改变为

适应性的合理信念（李献云，2021；Beck & Dozois，2011）。不同于传统 CBT 只关注改变来访者的不合

理信念内容，FEACER 模式还引入了第三波 CBT 的思想——来访者与不合理信念的关系。在改变来访者

与不合理信念的关系中，并不强调对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进行改变，而是让来访者领悟到他处理这些信

念的方式是导致自身痛苦的原因，并在此过程中学会更合理、更具适应性的处理方式，常用的技术有价

值导向技术、正念、解离等（Hayes，2022；Hayes & Hofmann，2021）。因此本阶段的认知改变，既包

括改变来访者不合理信念的内容，又包括改变来访者与不合理信念的关系。

在传统 CBT 与第三波 CBT 技术的选择上，研究发现传统 CBT 与第三波中的 ACT 在总体疗效上，并

不存在显著差异（Cattivelli et al.，2021；Lewin，2023；Masoumian et al.，2021；Shin et al.，2023）。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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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传统 CBT 关注的认知内容，还是第三波 CBT 关注的个体与认知内容的关系，都存在着合理性。

因此 FEACER 模式主张灵活使用两类技术，为治疗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与实用性。在寻找与分析阶段完

成对来访者个人意义的建构后，咨询师与来访者开始有能力探索出更适合来访者个人特质的技术，从而

为来访者设计出一套个性化治疗方案。改变阶段的部分对话实例如下：

咨询师：那我们来看看，是否不被人喜欢，就一定说明自己不行？这是一定正确的吗？

来访者：我觉得是正确的。

咨询师：好的，你有无不喜欢的歌星呢？

来访者：我想一下，你这一问，我还真不好找。我想到了，** 歌星。

咨询师：那你觉得他行不行？

来访者：既然是歌星，肯定是行的。

咨询师：由于你不喜欢，他就不行吗？

来访者：不，他还是有能力的。

咨询师：你觉得是这样吗？不被人喜欢，不一定无能、不行。

来访者：我好像有些领悟到了，不被人喜欢，不一定无能、不行。我不被同学喜欢，不一定我就不行、

无能；我不被老师喜欢，不一定我就不行、无能。原来我还是可以的。

在这一对话中，咨询师通过苏格拉底辩论术与来访者讨论了不合理信念的片面性。由于在分析阶段

发现来访者的无能感由社会孤立感激活，咨询师通过讨论社会孤立感与能力的因果关系，启发来访者重

新检验该信念，进而动摇来访者对这一信念的信任程度。在咨询中利用苏格拉底辩论术，可以有效地将

相关信息带入来访者的意识，让来访者认识到逻辑上的冲突，从而有效地改变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并

促进其自知力的发展（Clark & Egan，2015；Clark & Egan，2018）。

2.5  强化阶段

在强化阶段中，咨询师对来访者发生的认知改变进行加强，使其认知改变不可逆地持续下去。强化

是巩固治疗成果的重要手段，及时、有效的强化是防止先前的不合理信念重新出现的有效方式。强化改

变有多种多样的方法：（1）分享，即来访者分享发生认知改变后的感受、体验与收获；（2）复习，即

通过同一技术不断地复习改变发生过程，多次对某个不合理信念进行讨论，可以有效地持续来访者不合

理信念改变效果。研究发现，CBT 技术的使用频率和质量可以显著预测积极的治疗效果（Hundt et al.，

2013）；（3）新技术的使用，即采取一个新技术对来访者的认知改变进行讨论，不同的技术往往有着

不同的视角，可以为来访者提供改变的新思路。强化阶段的部分对话实例如下：

咨询师：听起来当别人拒绝你时，你还是感到很痛苦。

来访者：是的。我告诉自己被别人拒绝并不代表我是一个没用的人，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好迷茫，我

不知道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应该怎么做，我还是想试图去讨好那些伤害我的人。

咨询师：这听起来真的很不好受。你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你值得去追

求的。

来访者：是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我觉得我需要做些什么让自己好一些。

咨询师：如果你要想获得一个“有用的人”的评价，你要拥有哪些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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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我不知道。

咨询师：假如我一挥魔杖，你已经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他们都尊敬你、钦佩你。当你接受电视台

采访时，记者问你：在你不被人认可、自我否定的日子里，是什么帮助你走出了低谷。你会怎么回答？

来访者：我想我会说是我的坚持、勤奋和只跟自己比较。

咨询师：坚持、勤奋和与自己比较，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来访者：是对我而言很重要的品质。

咨询师：嗯。想象一下，当你再一次被他人所讨厌时，你会下意识产生“我没有用”这个念头，它

会让你坠入冰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用坚持、勤奋与自我比较来面对这种糟糕的

情况，而不去管那个在脑子里哇哇乱叫的“我没有用”。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一个？

来访者：我应该会选择勤奋、坚持与自我比较。

咨询师：我感受到你在说话时似乎有点发颤，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呢？

来访者：紧张，一种重新开始的紧张与激动。

在这一对话中，来访者提到虽然在上一阶段已经改变了其不合理信念——“我不被他们喜欢，我就

不行了”，并建立了“不被人喜欢，不一定无能、不行”的新认知，但来访者在面临被拒绝的情景时，

还是陷入了迷茫、不知所措的状态，这提示着咨询师需要及时地对来访者的认知改变进行强化。通过使

用 ACT 中的价值相关技术，咨询师帮助来访者澄清了他的价值——坚持、勤奋与自我比较。价值作为个

体前进的指南针，能够帮助来访者了解他现在可以做什么，以及他渴望做什么（李云霞，2022；吴梅，

2021）。通过强化阶段，来访者将会拥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原有的不合理信念，进而巩固认知改变，这

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来访者在咨询后的复发情况。

2.6  重复阶段

在重复阶段中，咨询师不断重复上述过程，即寻找、表达、分析、改变、强化这五个阶段。来访

者往往存在着多个不合理信念，通过重复上述五阶段，咨询师能够逐一处理这些不合理信念。贝克将来

访者的不合理信念分为自动思维、中间信念与核心信念，这三种信念在改变难度上逐级递增（赵旭旭，

2024）。在运用 FEACER 模式时，咨询师应按从易到难的顺序逐级深入，若一开始就对核心信念进行操

作，很容易导致治疗过程停滞不前。如下是一个重复阶段的咨询描述：

在处理完“我不被他们喜欢，我就不行了”的旧认知后，来访者新的不合理信念——“没法达到父

母的要求的我是没用的”在咨询过程中浮现。该信念在讨论过程中，由来访者自主表达出来。来访者表示，

他在小学期间经常因为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而被责骂，这种责骂并没有考虑到来访者的现实条件与外界

因素，更多的是依据父母的心情和主观判断。在讨论后，来访者与咨询师都认为这种颇为无理的责骂，

以及来访者对自己和父母行为的不认可，是来访者不合理信念产生的原因。来访者认为父母的行为会一

直强化他认为自己无用的信念，所以改变他的信念内容非常困难。通过之前的咨询，来访者的状态逐渐

好转，不再过分地急躁与焦虑。因此咨询师在改变阶段使用了接纳技术，在强化阶段邀请来访者分享发

生认知改变后的想法与感受，最终成功地协助他完成了认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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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EACER 模式的特点与展望

作为一种新兴的认知改变咨询模式，FEACER 模式具有一些特点：（1）相较于贝克提出的 11 个步骤，

FEACER 模式更加精简，也更易于新手咨询师掌握。FEACER 模式包含的寻找、表达、分析、改变、强化、

重复六个阶段的操作简洁明了、层层递进，并且在咨询过程中焦点清晰明确，始终以不合理信念为主线

进行干预；（2）FEACER 模式中的强化阶段，可以很好地巩固已有的咨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治

疗结束后的复发率。当来访者的不合理信念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咨询结束后很容易在新的情景中重新

出现。在 FEACER 模式中，信念的改变不是一次性的，需要根据来访者的情况灵活安排对同一信念的工

作；（3）FEACER 模式重视每个来访者的特殊性，强调个性化的治疗模式。FEACER 模式认为来访者

的个人需求、成长经历、文化背景以及变化过程的相互联系形成了个性化的不合理信念。对于不同的来

访者而言，他们可能拥有同一种不合理信念，但其信念的形成过程必然是不同的。通过分析阶段对形成

过程的深入探索，咨访双方可以一起构建适合来访者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然而，FEACER 模式也存在着一些缺陷：（1）FEACER 模式聚焦于不合理信念，未对来访者的情

感部分予以足够的重视。情绪的体验、命名与表达，既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个体的认

知存在着相互作用，未来将情感部分融入 FEACER 模式，可能会更有利于来访者的成长与改变；（2）

在个性化治疗方面，FEACER 模式是通过对不合理信念的分析，从而了解来访者不合理信念的系统发展

过程，并据此对来访者进行差异化治疗，但目前并没有清晰的指导手册帮助咨询师选择适合来访者的治

疗方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进行研究，对中介与调节模型的研究是解释治疗过

程中各种变量之间相互联系的第一步（Kazdin，2007）。这在一定程度上为 FEACER 模型中治疗技术的

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后续需要进一步整理相关研究以形成系统且规范的指导手册；（3）FEACER 模

式目前还只是一个理论模型，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FEACER 模式对不同的心理问题是否都具有良好的

疗效，其相较于其他疗法干预效果如何，来访者的接受度、脱落率如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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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CER Model: A New Development i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Mao Jingyu  Meng Yizhou  Wang Weixiao  Zhang Zhongming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Abstract: FEACER model is a modified cognitive chang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odel develop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ird wave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The FEACER model consists of six 
stages: finding, expressing, analyzing, changing, enhancing and repeating. These six stages progress step 
by step and always take the client’s irrational beliefs as the main intervention line.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CBT therapy, the FEACER model has the advantages of personalization, timely reinforcement, 
and more focused operation and streamlined operations, which can provide counselors with a new 
operational framework for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At present, the FEACER model still lacks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support. In the future, more clinical studies are needed to test the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FEACER model.
Key wor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EACER model; Irrational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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